“城市下岗职工社会支持网络与谋职行为研究——针对武汉市的研究”课题报告

第一章 绪论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城市“下岗职工”这一社会群体作为新时期改革成本的承担者已越来越引人注目，他们的生活保障和再就业问题成为了政府和社会关注的焦点，这一点从国家出台的以保障下岗职工权益为目的的文件之多也可以看出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纵深发展，计划经济体制迈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步伐加快，下岗职工已经成为一个人数愈益剧增的社会弱势群体。国内长期关注并跟踪社会民意问题的零点调查公司曾于2001年12月发布对全国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调查结果，“失业下岗”以45.2％的提及率成为大城市居民最为关注的社会问题。

毋庸置疑，下岗职工改变自身现状的最佳途径就是实现再就业。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职工的就业主要通过政府和组织的安排得以实现，其问题主要出现在首次就业过程中，一般不会有再就业问题。随着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就业体制改革和劳动力市场的不断发育，使得劳动力在谋职过程中依赖的渠道呈多样化发展。下岗职工既是这场改革的产物，也是且将长期是改革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不得不在越来越激烈的劳动力市场竞争中选择重新就业。目前来看，通过不同的途径，相当一部分城市下岗职工已经或正在实现再就业，而社会支持与谋职行为则决定着其再就业的成功与否。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并结合前人的研究，可以知道，下岗职工谋职手段呈现出的特点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也就是正式社会支持网络与非正式的社会支持网络共同构成了下岗职工再就业的支持系统，但非正式的社会支持网络显然占主导地位，即职工下岗后的再就业大多数要依靠亲友关系等非正式社会网络,通过正规渠道和正式的手段比较少，下岗职工能否实现再就业往往与其是否拥有广泛的社会交往和联系紧密相关。通过这种交往和联系，谋职者可以获得许多为其他人所不知道的信息来帮助自己达到就业的目的。
但并不是每一个下岗职工都拥有各种社会支持的网络资源，从我国的现实来看，下岗职工之所以会在原单位下岗，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没有拥有各种有效的社会资源和网络关系。在探究下岗职工从原单位下岗的成因机制及其内在联系这一领域，学者大多是从政府政策、结构调整等宏观角度进行考察，而从社会网络这一微观角度进行研究的比较少。下岗职工在激烈的竞争中谋求再就业，社会支持网络是其最直接、最有效的资源。把握社会支持网络对谋职行动的影响显然有利于对下岗职工再就业的研究。目前，国内学者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求职者谋职行为的各种不同类型和非正式社会支持对谋职行为的作用等领域。其主要不足在于：研究虽然体现了谋职行为的各种类型，但这些行为没有在一个研究中得到全面探讨；研究并没有说明非正式社会支持是如何作用于谋职行为的；研究仅仅集中关注非正式社会支持，对正式社会支持的关注很少，甚至没有。
二、文献回顾

（一）社会支持的源起及对其本质的理解

对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的研究可以溯源到19世纪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Durkheim），他通过对自杀的研究发现社会联系的紧密程度与自杀有关。20世纪70年代初，精神病学文献中引入社会支持这一概念，研究者认为，良好的社会支持有利于身心健康，社会支持一方面对处于压力状态下的个体提供保护，即对压力起缓冲作用，另一方面对维持一般的良好情绪体验具有重要意义
。此后，社会支持被引入社会学研究领域，并得到长久的发展。但是社会支持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和专业上的概念，从它被提出以来，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不同研究者们，诸如社会学家或社会精神病学家，出于不同研究目的，其研究视角相互交融，使得对于社会支持的理解形成各种不同的看法。
有研究者提出：“笼统的讲，我们可以把社会支持表述为各种社会形态对社会脆弱群体即生活有困难者所提供的无偿救助和服务。”
 这主要是从社会行为性质来理解社会支持的，更进一步来说，社会支持是一种能够促进扶持、帮助或支撑事物的行为或过程，是个体对他人的社会需要的反应，是人们的整体参与水平、社会支持环境来源、社会支持是否能为个人提供帮助的复合结构，是一种在社会环境中促进人类发展的力量或因素。

也有研究者认为：“从社会心理刺激与个体心理健康之间关系的角度来看，社会支持应该被界定为一个人通过社会联系所获得的能减轻心理应激反应、缓解精神紧张状态、提高社会适应能力的影响。”
 

还有研究者从社会互动的角度来理解社会支持，认为社会支持是人与人的间接亲密联系，这种联系是客观存在的或人们能感知到他们能与他人交流、他们被关心、被接纳、被爱、有价值感，并在他们需要时给予的帮助。因此，社会支持不仅仅是一种单向的关怀或帮助，它在多数情形下是一种社会交换，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社会互动关系。即认为：“广义而言，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既涉及家庭内外的供养与维系，也涉及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支持与帮助。社会支持不仅仅是一种单向的关怀或帮助，它在多数情形下是一种社会交换。”

另有一些研究者从社会资源的作用角度来理解社会支持，认为社会支持常常被认为是对个人处理紧张事件问题的一种潜在资源，是通过社会关系，个体与他人或群体间所互换的社会资源，社会支持包括施者与受者两个有意识的个体之间资源的交换。
可见，目前学术界对于社会支持这一概念的理解还不清晰，对于社会支持本质的认识尚处于一种模糊状态。因此，如何立足社会学的视野，科学地界定社会支持这一概念十分必要的。
（二）社会支持的测量

有关社会支持网的测量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他人报告法，即由被试支持网络中的重要他人报告各方面的支持情况。这种方法可以了解重要他人向被支持者提供支持的实际情况,一般用于较低年龄阶段的儿童。但是这种方法在实际操作时往往会出现他人实际提供支持的支持与被支持者实际感受到的支持有差异问题，同时这种方法的适用范围也比较狭窄。因此许多研究者采取第二种方法——自我报告法，即由被试自己列出其主要支持者的名单，并对来自各支持者的支持质量及自己的满意度作出评价，这种方法适用于成人社会支持系统的研究。

自我报告法最著名、对我们的研究最具有指导借鉴作用的当数韦尔曼（Wellman）对加拿大多伦多市东约克人的研究。韦尔曼1968年的第一次调查共调查了845人。要求被调查者说出他觉得关系最亲密的家庭之外的6个人，并提供每个人的详细信息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强度。1978年又在原来调查过的845人中随机抽取34人进行了进一步调查，要求被调查人回答出自己与其保持重要联系的所有人，随后又邮寄问卷让被调查者回答在15种帮助中向每个网络成员提供了哪几种，从每个网络成员接受了哪几种
。应该说，韦尔曼的调查比较全面的考虑了社会支持网络中的各种亲密和不太亲密的关系，同时注意到了非支持性关系对支持性关系的影响，并对于何种人提供何种帮助也进行了精细的研究，这是其优点。其缺点在于调查样本局限于东约克人，且第二次调查样本太小，代表性不足，但是克服了这两点，其研究对我们帮助很大。

（三）关系类型与社会支持：早期社会支持的研究

当社会支持概念刚出现时，研究者主要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待它的，他们将社会支持看作是宽泛、统一的整体，没有考虑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性质，即认为只要有关系存在，这种关系就一定能帮助个人应付日常生活中的困难。

随着对社会支持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者们发现不同类型的社会关系提供不同类型的社会支持，于是他们将社会支持进行了一系列的划分。如帕森（Parsons，1977，1990）把社会支持分为工具性和情感性两种；韦尔曼（1989）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将社会支持分为感情支持、小宗服务、大宗服务、经济支持、陪伴支持等5项；考伯（Cobb，1979）将社会支持区分为情感性支持、网络支持、信息性支持、物质性支持、工具性支持和抚育性支持6种；豪斯（House，1981）将支持行为划分为情感支持、帮助、信息共享和工具性支持4种；卡特纳和罗素（Cutrona & Rusell，1990）将社会支持区分为情感性支持、社会整合或网络支持、满足自尊的支持、物质性支持、信息支持5种。
归纳起来，我们可以将社会支持分为情感支持、物质支持、(物资、金钱和服务)信息及陪伴4种。
但是，个人支持网中的任何成员都不可能提供所有这4种类型的支持。一些研究发现，父母亲和成年子女确实可以提供广泛的支持，但邻居和其他经常见到的网络成员更可能提供物质支持，妇女比男子更可能提供情感支持。韦尔曼对东约克人的研究证明，大多数关系只提供特定的支持，提供支持的种类主要与关系的性质而不是网络成员的特点相关，强关系提供情感支持，小宗服务和陪伴支持，父母和成年子女相互交换经济支持、情感支持、大宗和小宗服务。妇女提供情感支持,朋友、邻居和姐妹达到所有支持性关系数量的大约一半，所有网络成员的集合给个人提供了稳定而有益的支持。
社会支持的性质在不同国家、不同社会有很大差异，在工业社会或后工业社会,社会支持倾向于平等交换和专门化，而且社会支持主要满足家庭需要。因为工业社会中的人一般而言基本需求能得到满足，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通过社会支持主要解决情感问题、突发性事件等各种各样的危机。而在对第三世界的研究中发现，社会支持在这些国家中是不平等的，从一方单向地给另一方(父母给予子女，赞助人给予非赞助人)，而且没有等价的交换。

另外在第三世界国家中,人们通过社会支持满足的需要较之发达国家更多地是基本需要。社会支持网提供广泛的社会支持,除了满足家庭需要外，也提供其他支持，如找工作等。

（四）强关系和弱关系理论：社会支持理论的发展

当研究者发现不同的个人关系提供不同种类的社会支持后,许多研究者抛弃了将社会支持当作一个整体结构的看法,开始进一步检验关系的数量和性质以及它们如何影响支持的提供。

许多研究者认为关系强度与社会支持高度相关。他们发现强关系表现出三种相关特征:第一，感觉到这种关系是亲密而特有的，人们自愿投资于强关系并有与之交往的愿望；第二，具有一种在多样情境下进行经常互动的兴趣；第三这种关系是相互的，关系双方能了解对方的需要并给予支持。对于谋职者而言，社会支持的重要作用不仅在于通过社会支持网络中的各种联系传递信息和资源，还在于社会支持网络结构的形态以及谋职者在社会网络中所处的位置，影响着通过社会支持网络传递的信息和资源的质量。

格拉诺维特（Granovettor）于1973年在《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上发表了“弱关系的强度”，对于关系强弱的测度及弱关系的作用进行了深入探讨。他从互动的频率、情感强度、亲密程度和互惠交换4个维度定义了关系强弱，认为互动的次数多、感情较深、关系亲密、互惠交换多则为强关系，反之则为弱关系。格拉诺维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为，强关系往往是在个人特质相似的群体内部形成，因而个人通过强关系获得的信息也往往是自己所知道的，重复率高；而弱关系往往是不同群体中的个人之间形成的，由于这些个人间相似程度低，难以形成共同的志趣，因而关系强度是弱的。他们掌握的信息大不相同，因而弱关系可以将信息传递给不熟悉此信息的另一群体的人，从而起到信息桥的作用。格拉诺维特于1974年出版了《谋职（Getting a job）》一书，对于其弱关系假设进行了检验。通过对波士顿郊外牛顿镇的300名白领就业者谋职的情况进行的调查，他发现，16.7%的求职者与他们的关系人在找工作时经常见面，55.6%偶尔见面，27.8%很少见面。也就是说，美国的白领就业者更经常地通过弱关系而非强关系获得工作信息。进一步分析发现，在所有通过社会关系获得信息的被调查者中，通过弱关系(如相识)得到信息的人往往流动到地位较高，收入较丰的职位；而通过强关系(如朋友、亲属)获得信息的人，向上流动的机会、幅度就减少了。

格拉诺维特的理论似乎证明对于提供某些社会支持来讲(如提供信息)，弱关系有时比强关系作用更大。沿着这条思路，林南提出了社会资源理论，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探讨。林南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分层体系，有的人地位高，拥有的社会资源(如金钱、权力、声望等)多；而有的人地位低，拥有的社会资源少。同一阶层的人们拥有的社会资源相近，相互关系往往是强关系，而不同阶层的人们拥有的社会资源差别很大，相互的联系往往是弱关系。格拉诺维特认为弱关系联系的是不同群体，而林南则认为弱关系联系的是地位不同的阶层。格拉诺维特认为弱关系主要起到传递信息的作用，而林南则进一步认为人们可以通过弱关系来汲取、共享网络中其他成员拥有的资源，这种资源就叫社会资源。在此基础上,林南提出了社会资源的三大假设:1.人们的社会地位越高，获得社会资源的机会越多(地位强度假设)；2.弱关系获得社会资源的机率大于强关系(弱关系强度假设)；3.人们拥有的社会资源越多，工具性行动的结果越理想(社会资源效应假设)。

林南还把关系强度和资源的提供与个人的行动联系起来。工具性行动(如购买物资、寻找工作、找对象)需要多种多样的资源，因而更可能利用弱关系来达到目的。表现性行动(如倾诉心中的苦恼、共同娱乐等)则主要是保持个人的资源，因而更可能通过与自己相似、关系亲密的人即强关系来解决问题。社会资源理论是弱关系假设的一种扩充和延伸。随后边燕杰根据中国天津的千户调查提出了一种新的强关系假设。在所有被调查的948个样本中大约有45%的人找过关系，其中43.2%的帮助者是被调查者的亲属，17.8%的是朋友，39%的是熟人。在这些找过关系的人中，约有45%以上的人找了间接关系，即有一个中介人联系被调查者与最后帮助者，而被调查者与中介人的关系有98.4%是亲属或朋友，中介人与最后帮助人之间的关系也有80.4%的是亲属或朋友。研究证明，使用间接关系比使用直接关系更能找到职位较高的帮助者，而且就业者与中介人、中介人与最终帮助者越熟，则越可能得到高职位者的帮助，越有利于找到更好的工作。边燕杰认为这样就证明了强关系较之于弱关系更能找到工作。

（五）有关谋职行为的研究

有关谋职行为，研究者也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加以研究。有研究者只是以谋职行为的内容为研究对象进行自己的研究，如康福和哈林（Kanfer & Hulin）曾指出有如下求职行为：寻找报纸招工广告、与亲友谈及谋职前景、准备简历、与就业机构和求职资助中心联系、与雇主电话联络、填写求职申请表、参加面试和其他行为。
而国际劳工组织则认为，谋求就业的行为包括私营/公共就业介绍机构登记、向雇主申请、在工厂农场劳务市场以及类似地方报到、跟进/回答报纸广告、寻求亲友帮助等。
还有的研究在指出谋职行为时进行了分类。如考夫曼（Kaufman）认为谋职行为有五类：第一是正式方法，即通过就业机构介绍、刊登或应答报纸广告、发现专业刊物上的招工广告；第二是直接方法，即向雇主申请、刊登或应答报纸广告；第三是关系寻求，即通过专业协会、亲友介绍；第四是专业资源，即借助专业协会、刊物及相关的同事获得信息；第五是免费服务，即国家计算机安置服务、前雇主的外展服务、学院安置服务、利用国家就业服务。
也有研究者指明，求职可归入正式和非正式两类：前者指公共和政府就业服务机构登记、私人就业机构登记、学校安置办公室、工会雇佣协会及报纸广告等；后者包括直接面见为了雇主、通过亲友同事中介等。

至于社会支持和失业之间的关系，早在社会支持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出现之前，美国学者就进行过相关研究。这些研究人士到失业与社会网络之间存在“推拉”现象，推力也即失业会冲击社会网络，拉力即社会支持会帮助失业者较好地处理失业问题。

（六）其他理论支持
除上述社会支持理论外，系统论也可对社会支持网络于谋职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解释。系统论认为，有机体、个人、组织都是系统，能量输入系统后，系统内部会发生作用，并向外界输出能量。由于失业者可以视为一个系统，获得社会支持表明该系统得到了外在能量的输入，因此其内部就会发生作用而输出相应的谋职行为。

由于下岗职工属于弱势群体，所以社会排斥理论也可以对此进行说明。社会排斥理论聚焦于社会分配和社会关系议题，即不平等的资源分配和不足够的社会参与、缺乏社会整合和缺乏权力等。社会排斥的定义起初指个人和整个社会之间的诸纽带削弱或断裂的一系列过程，后来又延伸到对公民地位与身份所赋予的公民政治及社会权利的否定。无论如何，下岗职工在下岗时和谋职时所遭遇的种种都与其受到各种排斥有关。
（七）国内有关的研究
国内社会学对谋职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谋职行为的类型和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有研究认为某种可以成为“社会资本”的社会支持网络对下岗职工能否获得工作岗位具有显著影响（赵延东、风笑天，2000），另外诸多有关农民外出谋职行为的研究都力图说明，劳动力流动的具体状况于谋职者的关系网络紧密相关（李培林，1996；陈阿江，1997）。总体来讲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进行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这些研究还不够深入，尽管认为变量之间存在影响关系，但是这种作用机制是如何实现的并没有深入探讨。笔者认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某些行业的劳动就业将会受到外国资本和技术的挤压等等，下岗职工不仅要面对本国就业市场中的激烈竞争，更要面对入世后国际性人才流动所带来的挑战，他们如何解决自己的就业问题，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怎样才能扮演好这个角色？这些问题十分关键。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希望，能够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上，进一步拓宽理论视野，在严密的理论支持下，运用有效合理的实证数据加以分析验证并得出自己的结论。

三、本文的研究视角及创新
当前研究社会支持网络理论和谋职行为的一个重要视角是非正式社会的“网络”特征是如何影响谋职行为，如格兰诺维特（1973）就强调短期的、强度和亲密度较弱的、互惠服务较少的联系强度在信息传播中的重要性，他的研究提出，在谋职过程中社会关系网络（而不是正式的市场渠道）具有比较重要的作用。
本研究首先试图下岗职工下岗时的情况入手，对下岗职工下岗时的社会支持状况、社会支持质量对其下岗行为本身的影响机制等问题进行分析，并证实或证伪自己的假设。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研究将落脚于最主要的目的即探讨下岗职工的社会支持网络与谋职行为两个变量，从而对下岗职工的社会支持网络、谋职行为进行调查研究，并从笔者所界定的社会支持网络系统的两个方面出发来分析下岗职工的社会支持网络与其谋职行为的关系，发掘其内在的联系机制。探讨社会支持网络是否对谋职行为产生影响？如何影响？等问题。同时，在调查时兼顾下岗职工对于社会支持与谋职行为的主观感受，将主观感受与客观实际结合起来进行对比研究，也试图进一步佐证自己的研究假设。

综上所述，本研究目的在于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上做出努力以丰富社会支持网络理论，在进一步验证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对谋职行为的影响机制的同时，对正式社会支持网络对谋职行为的影响机制做出解释。另外，本研究也将为政府更好地解决下岗职工再就业问题，从而制定恰当合理的政策提供丰富的理论依据，为实现下岗职工多渠道再就业提供新的思路和思考模式。总之，本研究对于帮助下岗职工拓宽谋职渠道，加强下岗职工的再就业能力，更好地实现其就业，进而更有效实现城市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研究试图作出的创新之处在于：

（一）本研究将关注的问题从下岗职工下岗后的谋职行为拓展至下岗时的“自卫”谋职行为
，将之与其所拥有的社会支持网络相联系起来，系统地分析二者之间关系。

（二）本研究在调查的过程中还注意到了下岗职工对于社会支持与其谋职行为的主观感受，诸如对社会支持的有效性感受、对正式和非正式的社会支持的主观评价等，并与其现实的谋职后果进行比较以加以印证，这在此前的研究中是很少出现的。

（三）国内外的研究主要停留在理论层面，本研究力图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得出自己的结论，并能够为相关政策制订提供有力的支持，从实践上指导现实，为下岗职工再就业提供有效的正式与非正式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支持模式。

第二章  概念、假设、方法

一、基本概念

（一）下岗职工
“下岗”是一个界定模糊，现实意义大于理论意义的概念。王汉生认为，相对广义的“下岗”概念有三层含义：第一，职工本人原属国有或集体企业正式成员；第二，职工因企业原因（企业开工不足、停产、半破产等）而不是个人原因(如不遵守劳动纪律、不胜任工作等)无法正常上岗工作；第三；职工本人的劳动关系在无法正常上岗前仍然保留在原单位。
对于下岗职工，劳动部1997年261号文件指出，下岗职工是指由于企业原因下岗，已经离开企业、保留劳动关系。下岗职工与失业的国际标准比较有以下特点：非农业户口、具有国有企业正式职工身份、与原企业保留劳动关系。所为“保留劳动关系”即拥有原企业经营好转时优先就业的权利，可继续享受住房、医疗等福利、累计工龄等，原有企业和政府对其基本生活和就业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按照国际标准，他们属于失业者，但保留劳动关系使之具有了中国特色。

（二）社会支持网络:
社会支持虽然是社会心理研究中早已提出的概念，但至今这一概念在各类研究者之间并未达到应有的统一，这一点笔者在前面也提到过。一般社会心理学上对社会支持的内涵理解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指客观上的支持,包括物质上的直接援助和社会网络、团体关系的存在和参与,是“人们赖以满足他们社会、生理和心理需求的家庭、朋友和社会机构的汇总”；二是指主观上的支持,即个人所体验到的情感上的支持,也就是个体在社会中受尊重、被理解,因而产生的情感体验和满意程度。综合学术上对社会支持的看法，可以将社会支持分为三类，即社会融合（social embeddedness）、内悟性社会支持（perceived social support）、和外现性社会支持（enacted social support）(Barrera,1986)。
社会融合指个人拥有的于重要他人即家人、朋友和同僚的直接和间接联系，这些联系有潜力在危及时发挥支持功能。
内悟性社会支持把支持视为个人对自己同他人联系的认知，即使某种特定关系存在，除非当事人认为其可行并充分满足自己需求，否则他也不会产生支持功能；
外现性社会支持指他人表现出的具体活动，它们表明支持和援助的含义，焦点在于支持行为的功能内容。

将以上三者可以进一步加以整合。首先，可将三者归入“正式和非正式社会”和“支持”两方面。前者指网络的大小、结构、联系，后者指信息类型、是否具有执行等。其次，可以用“社会支持总量”来总括。其中又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由政府、组织、社区、家庭成员、亲戚、邻居、朋友、同事、及其他人士组成，以当事人为中心的主体；第二是以正式形式的支持、情感支持、社会交往、实际协助、经济协助和指导/建议的支持内容；第三总量即来自正式的和非正式的上述行为总和。

根据以上分析，研究界定：社会支持网络即来自政府、社区、职业介绍机构的以及来自家庭成员、亲戚、邻居、朋友、同事、同组织会员及其他相识人士组成的社会支持网向其提供的各种正式形式的支持、情感支持、实际协助、经济协助、指导/建议等行为信息总和。

（三）谋职行为：

谋职行为即通过正式途径、非正式联系而获得职位的行为及其总和。其中，正式途径包括政府提供、私营或公共就业机构、工会、社区机构登记、介绍，直接跟进报刊的招工广告、利用国家就业服务免费服务、直接参加工作面试，非正式联系包括要求家人、亲戚、朋友、同事、雇主、相识等介绍。
二、研究假设
本研究以社会支持网络理论为主要的理论依据，辅之以系统论、社会排斥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根据这些理论和研究，下岗职工之所以下岗，这其中原因与其社会支持网络的强弱应该有一定的关系；在谋职的过程中，下岗职工的社会支持越多，其以后的谋职行为应越多，结合以上基本理论提出研究假设：

假设1：在我国，下岗职工之所以成为下岗一员，其原因与其所拥有的社会支持较少、社会支持质量较差有关，下岗职工拥有的社会支持越少，其此后的“自卫”谋职行为也越少。
假设2：在个人的谋职行为中，下岗职工的非正式社会支持越多，谋职行为越多。

假设3：在个人的谋职行为中，非正式社会支持比正式的社会支持使用次数更多。

假设4：从谋职行为结果来看，下岗职工的非正式社会支持比正式社会支持谋职的成功率更高。

假设5：下岗职工对非正式社会支持为其谋职提供帮助的满意度比正式社会支持更高。
三、研究方法与测量的变量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自填式问卷法与结构式访问法相结合的方法，另外辅之以文献法。之所以在问卷法之外还采取了其他方法是因为，对于下岗职工的调查，通过访谈的方式可以获得许多问卷法无法获得的有关下岗职工的非语言信息。二者的结合使调查所收集的资料更全面，更能反映实际问题。而文献研究法则有助于了解某一研究问题的研究现状、发现其薄弱环节，并提出今后研究的改进方向。本报告在第一章已经对研究问题的背景文献资料作了较为全面的回顾和评述。在后面的分析中也会引用某些文献资料来论证和支持本研究的主要论点。

本研究选取武汉市登记在册的、在国有和集体企业工作、希望重新工作、未提前退休的下岗职工为研究总体，采取两阶段系统抽样法选取样本：首先在武汉市内包括武昌区、江汉区、汉阳区、洪山区、青山区、硚口区和江岸区等七个城区的街道名册中按比例随机抽取20个街道，然后在每个抽中街道随机抽取10-15名下岗职工。最终调查共发放问卷240份，回收有效问卷225份，有效回收率为93.8%。数据分析结果采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11.0获得。

（二）主要变量的测量：

社会支持。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采用目前国内比较常用的、肖水源1990年编制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
主要目的是了解下岗职工在通常状态下所受到的社会支持；二是作者自编问题，用来了解下岗职工下岗后所受到的专门的社会支持(主要指社会舆论的支持、社会各界尤其是亲朋好友等提供的再就业帮助等)情况。

谋职行为。正式途径的测量以记录下岗职工通过相关部门和机构谋求工作以及完全靠自己直接获得信息并进行的谋职行为的次数来反映；非正式联系的测量主要以记录下岗职工要求家人、亲戚、朋友、同事、雇主、相识等关系介绍工作的次数来反映。
第三章　经验研究

一、调查样本基本构成情况

下表1描述了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

表1：调查样本分布
	变量
	类别
	百分比（％）
	个案数

	1 性别

② 年龄

③ 是否有子代

④文化程度

⑤目前工作状况

⑥ 目前个人月收入

（已找到工作的个体）
	男

女

25-35岁

35-45岁

45-55岁

55岁以上

有

没有

初中及以下

初中以上

有


没有

平均值＝599元


	48.0％

52.0％

9％

45.5％

42.8％

2.7％

97.3％

2.7％

60.4％

39.6％

76％

24％

标准差＝392元


	108

117

20

102

96

7

219

6

136

89

171

54




从性别比例上看，样本中女性下岗职工人数比男性下岗职工人数略多，占调查总体的52%，比男性高出4个百分点；从年龄结构上看，样本的年龄分布很不均匀，35到55岁的下岗职工人数占被调查总体的88.3％，这明显证明了下岗职工人群与其在历史中所处的位置是相符的；从文化程度来看，样本的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学历为初中及其以下占60.4%，初中以上的占39.6%；从子代关系来看，有子代群体占样本的97.3%，没有子代的占2.7％；就目前是否有工作而言，在岗的占76％，无业者占24%。

二、下岗职工下岗时的社会支持状况：

（一）城市职工下岗的原因分析
造成企业职工下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有客观方面的原因，也有主观认识方面的原因。概括来讲，可以将下岗失业产生的原因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由我国劳动力长期供大于求的状况造成。我国人口众多，劳动力总量大、增长快，远远超过了社会生产需求，就业岗位相对不足，结果造成不少需要分流的企业富余人员暂时找不到就业机会而成为下岗失业人员。这是下岗失业问题产生的最主要的客观原因。

第二，由于历史的原因造成。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统包统配的就业制度，使企业承担了过多的安置就业任务，一个人的活三个人干，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结果造成冗员充斥、人浮于事、效率低下。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要发展，就必须把以往积存的富余人员分离出去。

第三，下岗失业问题是重复建设造成的一种后果。长期以来，盲目投资，重复建设，使得产业结构趋同，许多产品的生产能力大大超过社会需求，优胜劣汰的市场法则，使相当一批企业陷入停产、半停产状态；再加上过去新建项目大都资本金不足，大量依靠银行贷款，负债经营，投产后企业难以还本付息，往往陷入困境，职工不得不下岗。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中相当一部分是由于这一原因造成的。

第四，下岗失业问题是企业经营机制转换的结果。我国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虽然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从总体上讲，国有企业经营机制还不够灵活，许多深层次的矛盾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还普遍存在社会负担重的突出问题，与外商投资企业、乡镇企业还没有处在同一起跑线上，无法轻装走向市场参与公平竞争，无法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使一些企业处于濒临破产的边缘，从而导致下岗失业问题的出现。

第五，从主观来看，有些国有企业由于用人不当，或管理不善，或中饱私囊，结果把企业搞垮了，造成停工停产，职工不得不下岗待业。另外，还有一些企业安排职工下岗行为不规范，他们或强行集资，不参加就下岗，或强行入股，不入股就下岗。有的经营者甚至将下岗作为惩罚工人的手段，借下岗对工人进行打击报复。

第六，人力资本不足是职工下岗的内在根源，即劳动力人力资本存量不足、素质低下。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知识经济时代，企业不可能大量聘用低素质人员。我国企业中普遍存在这样一种现象，一方面人满为患，有人无事干；另一方面人才奇缺，有事无人干。下岗职工大多学历比较低，技能比较差，无法适应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巨大转变，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只有面对下岗。

（二）本研究的分析
以上从一般的角度分析了我国企业出现大量下岗职工的原因，但是就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其实影响职工下岗与否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关系资源。“利用关系办事”向来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在我国尤其比较显著。传统文化的影响使人们总是习惯于从社会关系中获取利益或使自己处于有利的地位。在新旧体制碰撞的改革之期，面临下岗的危机，人们总会想到使用各种方法来使自己避免成为下岗大军中的一员，那么一些拥有比较有效的“强关系”或人际资源的职工一旦意识到“找找关系”可以使自己免于下岗，就会付诸行动，而不拥有这些关系的职工则只能等待并最终黯然下岗，感慨自己怎么没有这些有效的资源。究竟下岗职工的关系资源是否会对其下岗与否有所影响，如果有，又是如何影响的呢？调查对些问题进行了探讨。

首先，调查设置的问题是有关下岗职工进入原单位的途径。除了正规渠道，如果下岗职工还有其他利用关系进入单位的途径，表明下岗职工本人还是拥有一定质量的非正式社会支持，并对其初次就业起到关键作用。调查发现：被调查下岗职工通过正式渠道即通过正式分配与公开招聘方式进入原单位的占36％，而通过其他关系渠道进入原单位的占64％，其中通过父母单位内部招聘进入的比例最多，占29.3％，通过亲属关系顶替的次之，占14.6％，这表明下岗职工在进入原单位之时，其拥有的社会关系资源对其成功就业效率较高，实际上受访者所处年龄段的下岗职工在其初次就业时正是我国计划经济时代，传统关系进入型是人们就业的主要模式，研究的统计数据也说明了这一点（表2）。
表2：下岗前是托何种途径进入单位

	
	正式分配
	公开招聘
	父母单位内部招聘
	亲属关系顶替
	朋友介绍
	亲戚介绍
	其他关系

	频数
	57
	24
	66
	33
	6
	24
	15

	百分比

（％）
	25.3
	10.7
	29.3
	14.6
	2.7
	10.7
	6.7


为了测量下岗职工在原单位所拥有的社会支持状况，研究又设置了有关下岗职工与原单位上层领导关系密切程度及下岗职工与原单位来往较多的人员情况等相关问题。在测量下岗职工与原单位上层领导关系密切程度时，我们要求下岗职工对这种认定进行打分，其中“关系非常密切，经常走动”赋值为，“比较密切，有时走动”赋值为4，“关系一般，偶尔走动”赋值为3，“关系疏远，很少走动”赋值为2，“关系僵硬，没有走动”赋值为1。其具体统计数据见下表3：

表3：下岗职工与原单位领导关系密切程度

	密切程度
	非常密切，经常走动
	比较密切，有时走动
	关系一般，偶尔走动
	关系疏远，很少走动
	关系僵硬，没有走动

	频数
	0
	37
	49
	90
	49

	百分比（％）
	0
	21.8
	16.4
	40
	21.8


统计发现，受访下岗职工中，与原单位上层领导关系非常密切的一个都没有，而关系僵硬，根本没有走动的却占21.8％，相当一部分下岗职工对原单位的重要资源没有足够的重视。从整个关系密切程度来看，统计均值为2.33，众数为2，表示下岗职工与原单位上层领导关系疏远，相互之间走动很少的占大多数，下岗职工普遍与原单位领导关系较差。另外，从下岗职工填写的他们与原单位来往较密切的人员身份构成来看，普通员工占了大多数，其次才是单位中层领导者，与单位上层来往密切的几乎没有。由此可见，下岗职工拥有的原单位关系资源普遍质量较差，难以为下岗职工“保住饭碗”提供足够有效的支持。

下岗职工在企业改制时也即在其有可能下岗的时候，他们求助于社会支持以实现“自卫”谋职行为情况又如何呢？在接受调查的下岗职工中有65.8％的下岗职工曾使用各种社会支持试图使自己能够留在以前的岗位上，这其中寻求单位上层关系等帮助的占64.9％，从结果来看，这些人依然从原单位下岗了，表明这些关系资源最终还是没有帮助下岗职工达到不从原单位下岗的目的。

因此，通过以上分析可以证明研究的假设之一，即下岗职工之所以成为下岗一员，其原因与其所拥有的社会支持较少、社会支持质量较差有关，下岗职工拥有的社会支持越少，其此后的“自卫”谋职行为也越少。下岗职工虽然在进入单位时所拥有的社会支持客观上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但是这种社会支持的有效性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下降，当下岗职工面临下岗的危机时，由于社会支持数量和质量上都不是很理想，无法为下岗职工再次提供有效的帮助和支持了。但下岗职工主观上并不认同这一点，在接受调查的下岗职工中，56％的人认为自己下岗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企业改制或破产等体制原因，32.9％的人认为主要是由于自身竞争力太差、学历太低所致，仅有11.1％的人认为原因下岗是自己所拥有的社会支持即“关系”太少，社会支持质量太差即“关系不硬”所致。尽管下岗职工的自身认同与本研究的结论有些出入，但是，这并不表明本研究的结论与现实矛盾，也不能证伪前面的假设。下岗职工处于体制改革的风口浪尖，各种舆论导向都对他们的意识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从政府到各种传播媒介都将下岗职工下岗的体制因素及下岗职工的自身竞争力因素提升到较高的程度，使下岗职工本身往往忽视了社会支持因素的影响，但是这种主观上的忽视与其自身的客观存在并不矛盾。
三、下岗职工的社会支持与谋职行为：主要变量的测量
（一）下岗职工的谋职行为

研究发现，下岗职工的谋职行为表现出正式途径和非正式社会联系共存，二者共同构成谋职行为总数，下岗职工的谋职行为特点鲜明，且下岗职工对两种谋职渠道的利用也有着很大的不同（统计数据见表4）。

第一，正式途径的谋职行为十分有限，下岗职工参与市场化的程度很低。总的来看，下岗职工平均进行过3.49次正式途径的谋职行为。众数为0，表明没有使用任何正式途径的行为者最多。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绝大多数下岗职工利用正式途径谋职的行为次数较少，且没有采用此种行为的下岗职工最多。

在正式途径的谋职行为中，下岗职工通过电话写信或直接去用人单位谋职的行为最少，仅为0.32次，可以想象下岗职工与用人单位进行真正“直接”的语言或行动交流是多么的困难，一方面，我们认为下岗职工的信息太过闭塞，根本无法找到这样的机会，另一方面，对于下岗职工来讲，在没有获取对方的招聘信息时，他们还没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这种主动上门的“尴尬”局面。而与此同时，下岗职工在获得用人单位的招聘信息的前提下，参加面试的谋职行为比较普遍，在所有的正式途径中是最多的，为0.88次，表明在信息已经获得的前提下，下

表4：下岗职工的谋职行为数

	途　　　径
	集中趋势
	离散趋势
	分布参数

	
	均值
	中位数
	众数
	最小
	最大
	标准误
	1/4数
	3/4数
	偏度
	峰度

	非正式

联

系
	要求父母或子女介绍的
	0.74
	0
	0
	0
	6
	1.34
	0
	1
	2.441
	5.595

	
	要求兄弟姐妹或其他亲属介绍的
	1.56
	1
	0
	0
	10
	1.93
	0
	2
	2.050
	4.932

	
	要求同事或同学介绍的
	0.99
	1
	0
	0
	7
	1.22
	0
	2
	2.065
	6.704

	
	要求朋友介绍的
	1.24
	1
	0
	0
	5
	1.34
	0
	2
	1.136
	0.846

	
	要求邻居街坊介绍的
	0.53
	0
	0
	0
	5
	0.93
	0
	1
	2.232
	6.255

	
	要求相识的其他人士介绍的
	0.21
	0
	0
	0
	3
	0.53
	0
	0
	3.079
	10.965

	
	各途径的总数
	5.27
	4
	2
	0
	25
	0.34
	2
	7
	1.863
	3.979

	正

式

途径
	根据报纸、杂志、电台和电视广告找的
	0.79
	0
	0
	0
	8
	1.66
	0
	1
	2.693
	6.926

	
	劳动部门或其他机构直接提供的
	0.75
	0
	0
	0
	6
	1.21
	0
	1
	2.147
	5.184

	
	根据劳动部门或其他机构提供信息
	0.75
	0
	0
	0
	6
	1.15
	0
	1
	2.809
	9.843

	
	通过电话写信或直接去用人单位求职
	0.32
	0
	0
	0
	4
	0.78
	0
	1
	2.750
	7.667

	
	直接参加用人单位面试的
	0.88
	0
	0
	0
	14
	1.87
	0
	1
	5.044
	31.952

	
	各途径的总数
	3.49
	2
	0
	0
	22
	0.30
	0
	5
	2.203
	5.473

	谋职行为总数
	8.76
	6
	2
	0
	44
	0.58
	3
	12
	2.187
	6.230


岗职工对用人单位的面试还是比较能够接受的。另外，可以看到，下岗职工根据报纸、杂志、电台和电视等媒体信息及根据劳动部门或其他机构提供的信息采取行动者相对利用电话写信或直接去用人单位求职而言，其行为数量更多，表明“直接”程度稍低的途径更为下岗职工所青睐。尽管如此，在正式途径的各种谋职行为中，其谋职次数的平均值都没有超过1次，进一步表明下岗职工的正式途径谋职行为十分有限。由于这些方式对应的中位数、四分之一位数、四分之三位数大多为0，偏度系数和峰度系数远大于0，由此可见，大多数下岗职工的正式途径谋职行为少、极大部分下岗职工的正式途径谋职行为差不多。

另外，根据部分结构式访谈调查的资料，可以看到，再就业中心、职介所、街道或社区居委会对下岗职工的谋职行为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由于宣传力度不够，抑或下岗职工之间的较少联系，也可能是下岗职工对这些机构为自身谋职成功缺乏信心，使得他们很少寻求这些部门的帮助，只有很少部分下岗职工同时利用其中的某些资源。这表明下岗职工不太利用市场化的就业服务资源。下岗职工在比较困难的局面下，正式的谋职渠道主要还是依赖政府的提供，而很少依靠市场进行自助谋职行为，这说明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以政府为主导的就业思想在下岗职工中根深蒂固。

　　第二，非正式联系的谋职行为虽然是当前下岗职工实现再就业的主导途径，但依然是比较消极的。下岗职工平均要求5.27人次帮助介绍工作，表明他们向各类人员求助平均不足一次，但大于正式途径的4.27次，说明下岗职工的非正式联系谋职行为是下岗职工实现再就业的主要途径。从表4中可以看到，总体的中位数为3、四分位数为8，表明求助次数少于5.5的下岗职工占大部分。众数为0，表明没有要求他人介绍工作者最多。因此，可以认为，绝大多数下岗职工较少要求他人介绍工作，谋职次数为0的下岗职工数最多。从各分项求助方式来看，下岗职工利用兄弟姐妹或其他亲属即亲缘关系谋职的次数最多，为1.56人次，通过朋友介绍即私缘关系次之，为1.24人次，通过其他相识人士介绍的——可以认为属于社会支持网络资源以外的关系——次数最少，仅为0.21此，这表明，下岗职工在网络资源外求助他人谋职的行为极少，大多还是在社会支持的网络内寻求帮助。在社会支持网内部，下岗职工通过邻居街坊即地缘关系介绍工作的次数是最少的，为0.56人次，其次是通过父母或子女即血缘关系介绍工作，为0.74人次。系统来看，下岗职工向每类人士求助都在1.6次以下，并绝大多数向社会支持网内少数人士求助。各个变量对应的中位数和众数值均为0，且偏度系数和峰度系数都大于0。由此可以推断，下岗职工认为兄弟姐妹或其他亲属关系、朋友关系及同事同学关系对谋职比较有效，但他们只要求少数人士介绍工作。所以，非正式社会支持的不同部分在下岗职工谋职中的作用不同，下岗职工对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资源的利用虽然相比正式途径而言要多，但是总量还是十分有限的，非正式联系谋职行为十分被动消极。

第三，下岗职工谋职行为总体比较被动。根据表4的数据，下岗职工谋职行为总数的平均值为8.76，标准差为0.58，表明下岗职工总体谋职行为次数在10次以上者极少。其中位数为6，众数为2，表明下岗职工进行过6次及不足6次谋职行为者至少有一半，且进行过3次谋职行为者最多，且这里面又以通过非正式联系谋职行为者居多。由中位数看，非正式联系为4，正式途径为2，而众数则是非正式联系为2，正式途径为0。因此，非正式联系谋职行为次数明显多于正式途径谋职行为。

通过对下岗职工谋职过程中为自己介绍工作的总人数和通过正式途径联络的单位数的统计，可以比较下岗职工通过不同途径谋职总次数与其资源容量的关系。（如表5所示）

表5：不同途径谋职总次数的差别

	谋职行为
	统计指标

	
	个案数
	均值
	标准差

	非正式联系
	为自己介绍工作的总人数
	225
	4.45
	3.55

	
	通过非正式联系谋职总次数
	225
	5.27
	4.95

	正式途径
	通过正式途径联络单位数
	225
	2.96
	3.62

	
	通过正式途径谋职总次数
	225
	3.49
	4.40


由表5可以看到，每个下岗职工平均要求4.45个网络资源中与自己有一定关系的人为自己介绍工作，而这些人为每个下岗职工平均介绍5.27次工作；每个下岗职工通过正式途径平均联络过2.96个单位，通过正式途径平均谋职3.27次。由此可以看出，一方面下岗职工为自己介绍工作的总人数略小于相应的非正式联系谋职总数，表明下岗职工很少向一个人多次求助，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属于“一次性求助”，这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由于人们在使用非正式联系时，“利用关系”多为一次性行为，使用多次是“不好意思的”，故而求助过一次后，成则成，不成也不会再次向其进行求助；下岗职工通过正式途径谋职总次数与其联络过的单位数差别不大，表明下岗职工正式途径谋职行为也呈现出“一次性”，当然这个结论只是一种对总体的简单算术推导，因为在正式途径中通过媒体等工具进行谋职行为的多为一次性，
而通过政府、职介所和社区等机构谋职的行为则可以多次重复，由于无法更为具体的分析二者之间的配比关系，姑且如此论之。

为了验证通过非正式联系进行的谋职行为发生频率与通过正式途径进行的谋职行为发生频率之间的差异是否是由于下岗职工个人的背景因素造成的，我们又通过控制一些如下岗职工的性别、年龄及教育程度等变量来分析下岗职工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谋职行为的差距。如表6。

从表6的数据可以发现，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无论年龄在45岁以上还是在45岁及以下，无论下岗职工的受教育程度如何，下岗职工利用非正式联系找工作的次数总是超过利用正式途径找工作的次数，而且显著性检验也说明了这一结论是可以推论至总体的。进一步观察发现，下岗职工中女性通过非正式联系找工作次数比通过正式途径找工作次数多的情况比男性更明显，而45岁及以下下岗职工群体也比45岁以上下岗职工群体使用非正式联系次数较多的情况也很明显，文化程度较高者这个差距是最明显的。

表6　控制变量后通过非正式联系谋职次数与通过正式途径谋职次数的差距

	控制变量
	统计值

	
	个案数
	均值
	标准差
	均值标准误

	性别
	男
	102
	1.15
	3.64
	0.36

	
	女
	114
	2.32
	4.20
	0.39

	年龄
	45岁及以下
	120
	1.98
	4.64
	0.42

	
	45岁以上
	96
	1.50
	2.96
	0.30

	文化

程度
	初中及以下
	131
	1.88
	4.74
	0.41

	
	高中及以上
	85
	3.02
	5.25
	0.65


（二）下岗职工的社会支持

（1）非正式社会支持的测量

在测量下岗职工的非正式社会支持时，调查要求被调查对象对家庭成员、亲戚、邻居、朋友、同事、同组织会员及其他相识人士组成的社会支持网向其提供支持的各种方式，包括工作获得、提供就业信息、经济支持、指导建议、情感支持等给出相应可能的支持网络规模情况进行描述，其中“1”表示没有人会这么做，“2”表示某个人可能会这么做，“3”表示若干人可能会这么做，“4”表示若干人肯定会这么做，“5”大部分人肯定会这么做。研究发现：

下岗职工获得的非正式社会支持较少。从表7中可以看到，非正式社会支持行为总数的中位数为2.119，表明约有一半的下岗职工要么没有得到任何非正式社会支持，要么只有某个人提供非正式的社会支持行为。支持行为总数的平均数为2.248，标准误为0.036，表明总体中95％的下岗职工其非正式社会支持评分介于2.176到2.32之间，处于“某个人可能会这么做”与“若干人可能会这么做”的状态之中，可见下岗职工的非正式社会支持总体上是比较少的。而我们可以注意到，支持行为总数的众数为1，也即下岗职工没有得到非正式社会支持的最多。由此可以认为：下岗职工肯定获得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中若干人或大部分人支持的情况非常少。

再来看看下岗职工非正式社会支持行为中的各类支持方式的得分情况。根据表7中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到，总体中下岗职工所获得的非正式社会支持行为各类方式得分均不是很高，社会支持行为都不是很多，其中情感支持的得分最高，为2.445，提供就业信息的得分次之，为2.343，而提供工作的得分最低，为1.927，这表明下岗职工的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中，人们大多提供情感或信息上的支持，很少有人直接为下岗职工提供工作机会，这也与很多研究结果相一致。
表7：下岗职工的非正式社会支持

	非正式社会支持
	集中趋势
	离散趋势
	分布参数

	
	平均数
	中位数
	众数
	最小值
	最大值
	标准误
	1/4数
	3/4数
	偏度
	峰度

	提供工作
	1.927
	1.850
	1.000
	1
	4.55
	0.038
	1.125
	2.500
	0.350
	-0.916

	提供就业信息
	2.343
	2.270
	2.000
	1
	4.65
	0.039
	1.724
	3.000
	.0168
	-0.006

	经济支持
	2.038
	2.000
	1.000
	1
	4.70
	0.038
	1.400
	2.875
	0.484
	-0.408

	指导建议
	2.210
	2.100
	2.000
	1
	4.50
	0.040
	1.525
	3.000
	0.191
	-0.727

	情感支持
	2.445
	2.400
	2.000
	1
	4.57
	0.041
	1.850
	3.000
	0.377
	-0.351

	支持行为总数
	2.248
	2.119
	1.000
	1
	4.52
	0.036
	1.624
	2.864
	0.310
	-0.522


究其原因，可能与下岗职工非正式社会支持的质量有很大关系，下岗职工本身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都不是很理想，其所拥有的资源质量也不是很高，这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下岗职工拥有较高质量的网络资源，在中国这个典型的“关系型”社会里，为下岗职工提供一个要求不高的工作机会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在力所不能及的情况下，人们只能通过情感上的安慰、提供一些信息等方式来帮助下岗职工。从统计值发现，各类支持方式的中位数小于平均数，分布为右偏型，说明大多数下岗职工所得支持在平均水平以下。进一步观察发现，下岗职工对社会支持评分的差异性也是不同的，即下岗职工所得情感支持的差异性程度较小，而所得经济支持的多少差异性相对较大。这也是可以解释的，从情感支持来讲，人们付出的是精神上的帮助，是大多数人都能够做到的，所以任何一个下岗职工获得的情感支持与其网络质量无关，差异性肯定不大，而经济支持则与支持主体本身的经济状况有关，不同下岗职工其所拥有的社会支持网络中的各成员的经济状况结构当然是不一样的，因此其经济支持肯定存在相对较大的差异性。从各类支持方式的众数来看，提供工作与经济支持均为1，表明下岗职工没有获得此两种社会支持行为的人最多，其余类型的支持稍高一些，但也仅仅是“可能”获得“某个人”的支持。

综上所述，下岗职工获得的非正式社会支持较少，大部分属于“没有人、个别人或至多可能有若干人提供支持”的情况，在各类非正式社会支持方式中，情感支持行为最多、提供就业信息行为次之，提供工作行为最少。

表8：下岗职工的正式社会支持

	正式社会支持
	集中趋势
	离散趋势
	分布参数

	
	平均数
	中位数
	众数
	最小值
	最大值
	标准误
	1/4数
	3/4数
	偏度
	峰度

	工作获得
	0.35
	0
	0
	0
	2
	0.55
	0
	1
	1.342
	0.851

	提供就业信息
	1.31
	1
	1
	0
	3
	0.87
	1
	2
	0.112
	-0.684

	经济支持
	0
	0
	0
	0
	0
	0.00
	0
	0
	
	

	就业培训
	0.76
	1
	0
	0
	4
	0.95
	0
	1
	1.437
	2.057

	指导建议
	0.84
	1
	0
	0
	3
	0.91
	0
	1
	0.857
	-0.151

	支持行为总数
	0.646
	1
	0
	0
	2.2
	2.24
	0.4
	0.8
	1.182
	1.246


（2）正式社会支持的测量
在测量下岗职工的正式社会支持时，调查要求被调查对象对政府、社区、职业介绍所等机构对下岗职工提供的正式社会支持的各种方式，包括工作获得、提供就业信息、经济支持、就业培训、指导建议等给出相应发生的支持行为次数（如表8）。研究发现：

首先，下岗职工获得的正式社会支持极少。从表8中可以看到，正式社会支持行为总数的平均数为0.646，表明下岗职工所得到的正式社会支持总量非常少，平均还不到一次，这与各种媒体上呼吁政府、社区等机构要关注下岗职工的再就业问题所要求的相去甚远，正式社会支持对下岗职工的谋职行为几乎起不到明显的作用。再看支持行为总数的众数为0，也就是说下岗职工没有得到任何正式社会支持的占大多数。

关于正式社会支持的各类支持方式，调查发现，被调查的下岗职工中得到支持最多的是提供就业信息，平均为1.31次，其次是指导建议，为0.84次，而经济支持是最少，为0，即根本就没有获得任何经济支持。但是研究也发现，虽然就业培训的支持方式平均数仅为0.76次，但是其最大值为4次，也即尽管下岗职工获得的就业培训普遍比较少，但是还是有下岗职工成为受益者，获得了较多次数的就业培训机会。研究认为，调查的结果是比较符合现实情况的。对于下岗职工的再就业问题，政府、职介所和社区等部门已经不再像计划经济时代那样统包统管了，能够获得直接提供的就业机会的下岗职工只是少之又少的部分，至于经济上的支持，除了政策规定的一些最低生活保障以外，其他的根本不可能，更谈不上要求这些部门的人员自掏腰包来资助下岗职工，正式的社会支持只能提供有限的就业信息或指导建议。

由此可以认为，下岗职工获得的正式社会支持极少，相当大一部分下岗职工根本就得不到正式社会支持的帮助。在各类正式社会支持行为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是提供就业信息，其次是指导建议，没有出现经济支持行为。

（3）非正式社会支持与正式社会支持的比较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尽管下岗职工的非正式社会支持和正式社会支持及下岗职工所获得的社会支持总量都是十分缺乏的，但是相比较而言，下岗职工得到的非正式社会支持比其所获得的正式社会支持明显要多，且笔者所界定的非正式社会支持各类支持方式均得到下岗职工的认同，而在正式社会支持中则出现经济支持方式完全没有出现的情况。从得分情况来看，非正式社会支持行为中各支持方式的得分也比正式社会支持中的各支持方式普遍要高。

四、下岗职工社会支持与谋职行为的作用机制
对下岗职工社会支持与谋职行为之间关系的测量，由于社会支持属于序列变量，而谋职行为属于比率变量，研究采用相关检验，利用关联系数Eta值来测量，其相关系数及检验结果见下表9、10。

表9　非正式社会支持与下岗职工谋职行为相关系数表

	途　　　径
	非正式社会支持

	
	工作

获得
	提供就业信息
	经济

支持
	指导

建议
	情感

支持
	支持行为总数

	非正式

联

系
	要求父母或

子女介绍的
	0336**
	0.406**
	0.387**
	0.339
	0.360**
	0.521**

	
	要求兄弟姐妹或

其他亲属介绍的
	0.415**
	0.456**
	0.448**
	0.458**
	0.438**
	0.614**

	
	要求同事或

同学介绍的
	0.423**
	0.537**
	0.510**
	0.460**
	0.571**
	0.613**

	
	要求朋友介绍的
	0.403**
	0.478**
	0.425**
	0.408**
	0.411**
	0.545**

	
	要求邻居

街坊介绍的
	0.204**
	0.322**
	0.337**
	0.262**
	0.318**
	0.605**

	
	要求相识

的其他人士介绍的
	0.262
	0.348**
	0.387**
	0.289
	0.368**
	0.594**

	
	各途径的总数（♪）
	0.453**
	0.572**
	0.514**
	0.476**
	0.495**
	0.632**

	正

式

途径
	根据报纸、杂志、电台和电视广告找的
	0.273**
	0.365**
	0.381**
	0.421**
	0.407**
	0.573**

	
	劳动部门或其他机构直接提供的
	0.329**
	0.359**
	0.376**
	0.423**
	0.409**
	0.462**

	
	根据劳动部门或其他机构提供信息
	0.331**
	0.382**
	0.362**
	0.436**
	0.395**
	0.587**

	
	通过电话写信或直接去用人单位求职
	0.341**
	0.365**
	0.367**
	0.408**
	0.349**
	0.602**

	
	直接参加

用人单位面试的
	0.320**
	0.338**
	0.340**
	0.362**
	0.346**
	0.637**

	
	各途径的总数（♪）
	0.374**
	0.463**
	0.446**
	0.495**
	0.476**
	0.675**

	谋职行为总数（♪）
	0.447**
	0.518**
	0.484**
	0.481**
	0.507**
	0.691**


注：基本关联系数为Somers,d，带有♪标记的为Eta关联系数，**表式p<0.05。

（一）非正式社会支持对谋职行为的影响

通过表9的各行为总数可以看到，首先下岗职工非正式社会支持总量越多，其此后通过非正式联系谋职行为也越多，二者之间的关联系数为0.632，这表明非正式社会支持对非正式联系谋职行为具有中度的正向影响。从前面对变量特征的描述来看，由于下岗职工要求社会资源网络内各类人士帮助介绍工作的次数都较多，因此，非正式社会支持总量增加会推动下岗职工向他人谋职的行为。其次，可以看到，下岗职工的非正式社会支持对其通过正式途径谋职行为也有较高程度的正面影响（关联系数为0.675），而且下岗职工获得的非正式社会支持越多，相应会促进下岗职工通过各种正式途径谋职行为的增加。比较两类谋职行为受非正式社会支持的影响，可以发现通过正式途径的谋职行为要更大一些。最后从非正式社会支持的总量与谋职行为总量来看，前者对后者也有相当程度的正向影响，其关联系数为0.691，也即下岗职工的谋职行为多少与其所拥有非正式社会支持数量多少具有同向变动性，前者随着后者的增加而增加。另外，研究也发现，非正式社会支持行为总数对谋职行为总数的影响大于其对正式途径和非正式联系两类谋职行为的单独作用，但是小于两类谋职行为作用之和，表明了非正式社会支持总量对两类谋职行为具有交叉作用。

从表9还可以发现，非正式社会支持的不同行为对谋职行为的作用不同。就谋职行为总数而言，提供就业信息支持行为的正面影响最大，其次是情感支持，而工作获得支持行为的影响是最小的，这也印证了前面的结论，从下岗职工的立场来讲，他们迫切希望实现再就业，但是本身能够直接提供工作机会的非正式社会支持就不是很多，且这些行为成功的可能性也不得而知，所以工作获得对下岗职工的谋职行为影响是比较小的，而非正式社会支持所提供的就业信息则由于其来源渠道的广泛，数量比较大，下岗职工更愿意因此而积极的进行其谋职行为。从谋职行为的两种渠道看，非正式联系受各种非正式支持行为的影响程度情况与谋职行为总数受各非正式支持行为的影响程度情况是完全一致的，而正式途径谋职行为受各非正式社会支持行为的影响程度则是指导建议最大（0.495），情感支持次之（0.476），工作获得最小（0.374）。

综上所述，下岗职工的非正式社会支持与其谋职行为具有较为显著的相关作用，其非正式社会支持越多，此后的谋职行为也相应增加。在非正式社会支持的各种不同的方式中，提供就业信息对谋职行为的影响最大，其次为情感支持，而工作获得的影响最小。

（二）正式社会支持对谋职行为的影响

从表10中的数据可以看到，首先下岗职工正式社会支持总量越多，其此后的谋职行为总数也越多（p<0.05），但是二者之间的关联系数仅为0.167，这表明正式社会支持对谋职行为具有微弱的正向影响作用，由此并不能推论下岗职工的正式社会支持对此后的谋职行为是否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关注于这种作用很小的原因，可以看到，在正式社会支持的支持方式中，经济支持由于均为常数0，
表10　正式社会支持与下岗职工谋职行为相关系数表

	途　　　径
	正式社会支持

	
	提供

工作
	提供就业信息
	经济

支持
	就业

培训
	指导

建议
	支持行为总数

	非正式

联

系
	要求父母或

子女介绍的
	-0.004
	-0.006
	/
	-0.076
	-0.012
	-0.024

	
	要求兄弟姐妹

或其他亲属介绍的
	-0.094
	-0.020
	/
	-0.002
	0.018
	-0.008

	
	要求同事或

同学介绍的
	0.009**
	0.066**
	/
	0.028
	0.024
	0.048

	
	要求朋友介绍的
	0.013
	-0.085
	/
	0.021
	0.000
	-0.029

	
	要求邻居街坊

介绍的
	0.131**
	0.012
	/
	0.102
	0.109
	0.084

	
	要求相识的

其他人士介绍的
	0.011
	0.079**
	/
	0.107
	0.051
	0.062

	
	各途径的总数（♪）
	0.077
	0.111
	/
	0.115
	0.110
	0.169

	正

式

途径
	根据报纸、杂志、电台和电视广告找的
	0.337**
	0.306**
	/
	0.224**
	0.277**
	0.316**

	
	劳动部门或其他机构直接提供的
	0.212**
	0.248**
	/
	0.212**
	0.2 27**
	0.206**

	
	根据劳动部门或其他机构提供信息
	0.312**
	0.357**
	/
	0.278**
	0.226**
	0.287**

	
	通过电话写信或直接去用人单位求职
	0.178**
	0.101**
	/
	0.104**
	0.142**
	0.128**

	
	直接参加

用人单位面试的
	0.102**
	0.125**
	/
	0.059**
	0.045**
	0.104**

	
	各途径的总数（♪）
	0.163**
	0.291**
	/
	0.243**
	0.282**
	0.285**

	谋职行为总数（♪）
	0.144**
	0.197**
	/
	0.157**
	0.182**
	0.167**


注：基本关联系数为Somers,d，带有♪标记的为Eta关联系数，**表式p<0.05。

即下岗职工没有得到过任何来自正式社会支持的经济帮助，导致此项的关联系数全部缺省，由此直接影响了正式社会支持对谋职行为的影响作用。进一步观察发现，下岗职工的正式社会支持与非正式联系谋职行为的相关系数全部没有得到验证（p>0.05），也即此二者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下岗职工的正式社会支持的多少不会影响到其此后通过非正式联系的谋职行为，这也削弱的正式社会支持对谋职行为总数的影响；另一方面，下岗职工正式社会支持总量越多，其此后通过正式途径谋职行为也越多，二者之间的关联系数为0.285，这表明下岗职工的正式社会支持对正式途径谋职行为具有一定的正向影响，这种影响虽然程度也不大，但是超过了正式社会支持对于谋职行为总数的影响。

从表10还可以发现，正式社会支持的不同行为对谋职行为的作用不同。就谋职行为总数而言，排除经济支持行为项，提供就业信息支持行为的正面影响最大，其次是情感支持，而工作获得支持行为的影响是最小的。从谋职行为的两种渠道看，虽然非正式联系受各种正式支持行为的影响作用不显著，但是可以发现正式社会支持行为中的某一项与下岗职工的某种非正式谋职行为存在弱相关关系。如提供工作支持行为与要求邻居街坊介绍工作的之间就存在弱相关关系（关联系数为0.131），表明下岗职工的正式社会支持中提供工作和提供就业信息行为就有可能对下岗职工此后的谋职行为产生影响，这也许是因为下岗职工的正式社会支持网络中某个成员与此后谋职行为中的求助对象身份统一。而正式途径谋职行为受各非正式社会支持行为的影响程度则是提供就业信息最大（0.291），指导建议次之（0.263），提供工作最小（0.163）。

综上所述，下岗职工的正式社会支持与其谋职行为具有微弱的相关作用，其正式社会支持越多，此后的谋职行为也相应增加，但这种趋势并不是很明显。在正式社会支持的各种不同的方式中，提供就业信息对谋职行为的影响最大，其次为指导建议，而提供工作的影响最小。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认为，下岗职工的社会支持与其谋职行为存在一定程度的相关关系，社会支持总量的多少会影响到下岗职工此后的谋职行为。

五、下岗职工社会支持与谋职行为的效率机制
不是每一个下岗职工都能够顺利地找到工作。在225名被调查下岗职工中，成功地获得一份工作的占76％，也就是说还有相当一部分下岗职工仍然处于失业之中（见下表11）。

表11：被调查的下岗工人的谋职成败情况

	谋职结果
	                      谋职人数

	
	频  次
	所占百分比

	谋职成功
	171
	76％

	谋职失败
	54
	24％

	总计
	225
	100％


被调查的下岗职工目前的工作又是通过何种途径获得的呢，研究也对此进行了统计，见下表12：

表12：目前所从事工作的获得途径

	　　

途　　　径
	统计指标

	
	频次
	有效百分比（％）

	非正式支持方式
	父母或子女介绍的
	11
	6.4

	
	兄弟姐妹或其他亲属介绍的
	34
	19.9

	
	同事或同学介绍的
	36
	21.0

	
	朋友介绍的
	2
	1.2

	
	邻居街坊介绍的
	11
	6.4

	
	相识的其他人士介绍的
	16
	9.4

	
	通过非正式社会支持成功谋职者总数
	110
	64.3

	正

式

支持途径
	根据报纸、杂志、电台和电视广告的
	27
	15.8

	
	劳动部门或其他机构直接提供的
	　11
	6.4

	
	根据劳动部门或其他机构提供信息
	　23
	13.5

	
	直接参加用人单位面试的
	　0
	0

	
	通过正式社会支持成功谋职者总数
	　61
	35.7


表12显示，在下岗职工一次成功谋职者中，通过非正式社会支持成功谋职者总数占64.3％，而通过正式社会支持成功谋职者占35.7％。在以非正式社会支持谋职成功者当中，通过同事或同学介绍而谋职成功者最多，通过亲属关系介绍的次之，通过朋友介绍的最少，在以正式社会支持途径谋职成功者中，根据报纸、杂志等媒体信息而谋职成功者最多，根据劳动部门或其他机构提供信息的次之，没有人通过直接参加用人单位面试而找到工作。

对表12的分析似乎只能反映了下岗职工一次谋职成功状况中正式与非正式社会支持对谋职结果的作用，还不能说明其他问题。对于渴望尽快实现就业的下岗职工而言，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是否比正式社会支持对其谋职结果的效率更高呢？为了验证这个问题，研究还是必须回到下岗职工利用正式与非正式社会支持谋职行为的次数与谋职结果之间的关系上。为此，我们利用了回归分析来进行这种关系的研究。在回归模型中，因变量是“谋职成功与否”，自变量是“利用正式社会支持即正式途径谋职次数”与“利用非正式社会支持即非正式联系谋职次数”。此时，同样引入了年龄、性别和受教育程度等控制变量。由于“谋职成功与否”是一个二分变量，故而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其结果见下表13、14：

表13：社会支持与谋职结果整体模型的检验

	卡方值
	自由度
	显著性

	127.90
	5
	0.000


表14：调查样本各自变量的回归系数

	变量
	B值
	S.E.
	Wald值
	自由度
	Sig
	R值
	B值

期望

	通过非正式社会支持谋职次数
	0.251
	0.032
	44.651
	1
	0.000
	0.286
	1.357

	通过正式社会支持谋职次数
	0.162
	0.038
	13.231
	1
	0.000
	0.152
	1.220

	性  别
	0.432
	0.251
	3.262
	1
	0.069
	0.046
	1.569

	年  龄
	0.248
	0.288
	0.554
	1
	0.461
	0.000
	0.802

	教育水平
	0.062
	0.239
	0.057
	1
	0.779
	0.000
	1.059

	常数项
	-1.855
	0.342
	24.956
	1
	0.000
	
	


从上述的调查数据中，可以发现，整体模型中，自由度为5，卡方值为127.90，表明所引入的自变量具有显著的解释作用。从最终的回归方程来看，男性和初中以上学历及年龄在45岁以下对谋职的成功与否有正向影响作用，由此可以知道，男性比女性下岗职工更容易找到工作，受教育程度越低、年龄越大的下岗职工越难以适应市场的需求，找工作十分困难。

通过非正式社会支持谋职次数与通过正式社会支持谋职次数两个变量的回归系数均大于0，且具有显著性（p<0.01），这说明无论是通过何种谋职途径，下岗职工的谋职次数越多，其获得一次工作机会的成功率越高，这符合人们常说的“多点出击，终有所获”的说法。就两种不同的谋职途径来看，通过非正式社会支持谋职的情况下，其期望B值为1.357，即下岗职工每多找一次工作，成功的发生比将提高0.357倍，而通过正式社会支持谋职的情况下，其期望B值为1.220，即下岗职工每多找一次工作，找到工作的发生比仅提高0.22倍。这种差距表明，下岗职工通过非正式社会支持行为谋职的成功率比通过正式社会支持行为谋职的成功率更高，即非正式社会支持更有效率。

六、下岗职工社会支持的主观评价：进一步的研究
前面笔者分析了下岗职工社会支持与谋职行为之间的联系和作用机制，研究的假设也基本上都得到了验证，实证研究到了这里似乎也该告一段落了，但是有一些问题笔者自始至终都十分感兴趣，但是前面的研究并没有涉及到，那就是下岗职工对于社会支持的主观评价是怎么样的呢，主观感受与客观的研究结果是否一致，如果不是，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思考和启示呢？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越来越强调个体对社会形势以及个人对自身状况的主观感受，有关主观感受的研究也因此愈发受到重视。下岗职工是弱势群体，更应该受到这种“以人为本”思想的眷顾，而注重下岗职工对有关问题的主观感受正是对这种思想的体现。但是对下岗职工社会支持主观感受的测量有一定的难度，由于主观感受表达的是一种主观的、内省的、以个人为体验的感受，且其变化与实际状况没有多少关联，所以其测量的结果具有不稳定性，再者由于参照标准各不相同，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主观评价也难以相互比较。即便如此，笔者认为社会支持主观感受的测量对于下岗职工社会支持与谋职行为的研究也是有必要的，通过评价下岗职工的社会支持可以为社会政策提供信息基础和导向（这也是本研究的现实意义），而实现这一点，仅仅依靠客观指标显然不够。 为了关注上述问题，本研究的调查中同样设计了有关下岗职工对其获得的社会支持进行主观评价的问题。

（一）下岗职工对获得的社会支持的主观评价
对下岗职工社会支持主观评价的测量，主要是选择主观满意度指标来进行的，要求下岗职工对其获得的正式和非正式支持的不同方式（主要是来自各支持主体的，由于正式社会支持的主体比较少且单一，研究中将其简化为来自政府和来自社区或其他机构）分别进行打分，“非常满意”的赋值为5，“比较满意”的赋值为4，“满意”的赋值为3，“不太满意”的赋值为2，“很不满意”的赋值为1，最后对各项取均值，得到下岗职工对社会支持满意度的评分。见表15：

通过表15中的数据，可以看到：第一，下岗职工对社会支持的主观满意度不高。下岗职工对其所获得社会支持的总体评价得分为2.46分，介于“不太满意”与“满意之间”，从调查数据的绝对值来看，这当中很不满意的占了相当一
表15：下岗职工社会支持主观满意度

	
	工作提供
	信息提供
	就业培训
	经济支持
	指导建议
	总体评价

	来自政府
	1.89
	2.28
	1.58
	1.27
	1.80
	1.76

	来自社区或其他机构
	2.07
	2.33
	1.80
	1.33
	1.78
	1.86

	正式支持的评价
	2.02
	2.45
	1.75
	1.02
	1.82
	1.81

	
	工作提供
	信息提供
	情感支持
	经济支持
	指导建议
	总体评价

	来自父母
	2.57
	3.04
	3.88
	3.32
	2.95
	3.15

	来自亲戚
	3.35
	3.72
	3.94
	3.46
	3.22
	3.54

	来自同事

或同学
	2.56
	3.22
	3.37
	2.02
	2.44
	2.72

	来自朋友
	2.81
	3.30
	3.27
	2.19
	2.55
	2.82

	来自邻居

街坊
	1.57
	1.94
	2.05
	1.43
	1.71
	1.66

	来自相识的其他人士
	1.43
	1.61
	2.11
	1.31
	1.48
	1.49

	非正式社会支持的评价
	2.44
	2.78
	3.06
	2.53
	2.60
	2.60

	社会支持

总的评价
	
	
	
	
	
	2.46


部分数量，表明下岗职工对谋职过程中获得的社会支持状况评价比较糟，下岗职工的意见很大，这是我们必须关注的。第二，下岗职工对非正式社会支持的满意度比正式社会支持高，对社会支持的各种方式评价不同。对于正式社会支持，下岗职工的评分只有1.81，即大多数下岗职工很不满意政府或社区等机构对下岗职工有关问题的工作力度和效率，尤其对政府的意见比较大，这个问题尤其值得政府政策制定部门关注，必须加大对下岗职工的扶持力度，提高工作效率，来缓解下岗职工的就业压力。在正式社会支持的各种方式中，下岗职工评价最差的是经济支持，其次是就业培训，最好的是提供就业信息。我们可以从下岗职工的下岗后种种现实情况及其心理机制来解释这种情况。下岗职工下岗后，除了享受可能的低保收入外，得不到任何来自政府或其他部门的经济支持，他们的满意度当然很低，而下岗职工也很清楚的知道，政策的不断改变使得他们再也不可能指望政府部门会给他们直接提供工作机会，在自身文化程度及技能水平不高，竞争力有限的情况下，他们对政府部门提供的就业培训期望很高，要求很多，但是政府部门由于下岗职工人群众多、自身投入有限等原因，无法满足下岗工作这种要求和期望，因此导致了下岗职工的不满情绪。对于非正式支持，尽管下岗职工总的满意度也不是很高，为2.60，但是他们对某些支持方式的评价还是比较高的，如下岗职工对所获非正式社会支持中情感支持的打分就比较高，为3.06，排在首位，说明对此满意者居多，排在第二位的是提供信息，对提供工作的满意度最低，说明下岗职工对通过网络资源还是抱有很大期望的，但是现实总是残酷的，他们只有在抱怨中获得一些安慰。在各种不同关系的人提供的社会支持中，下岗职工对来自亲戚的支持评价最高，这与前面的下岗职工向亲属关系的人求助次数最多的结论不谋而合，表明下岗职工对亲属关系提供的社会支持满意度较高，而这又进一步促进了其向亲属关系求助的谋职行为。

综上所述，下岗职工对其谋职中获得的社会支持总体满意度不是很高，不满意的占了大多数，而下岗职工对非正式社会支持的满意度较之正式社会支持要高，这正好验证的笔者前面的假设。研究发现，下岗职工对政府等政策制定部门的工作效率意见较大，这是需要政府部门注意的。在下岗职工获得的正式社会支持中，提供就业信息的得分最高，而非正式社会支持中，情感支持的评价最高。

（二）下岗职工对社会支持有效性的主观评价
对于下岗职工来讲，社会支持质量的如何直接影响着他们对社会支持的满意度。那么，从自身的主观角度来讲，他们对社会支持的主观有效性评价又如何呢？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有助于对下岗职工社会支持主观评价的分析。调查中设置了一个主观性问题，要求下岗职工列出其在谋职过程中主观认为最行之有效的三种社会支持途径。在进行数据统计时，分别列出了下岗职工社会支持主观评价的各项支持方式排前三位者出现的频次和比率，其中全部受访者均列出了排名前两位的支持方式，182人仅列出的排名第三位的支持方式，其余缺省。具体数据见下表16、17： 

根据表16的数据，总的来看，下岗职工认为正式社会支持最有效的占76.4％，认为非正式社会支持最有效的占23.6％，下岗职工主观上普遍认为正式社会支持比非正式社会支持为其实现就业的有效性更高，他们对来自正式社会支持的帮助信心更足，也更依赖这种方式的社会支持，他们大多认为只要政府、社区、职介所等正式机构真正发挥了它们自身的作用，顺利地帮助下岗职工实现再就业不是什么难事。在下岗职工认为最有效的正式社会支持中，由政府、社区、职介所等机构提供有关工作信息是他们认为最有效的，选择人数占样本总数的36.4％，其次是正式支持的提供工作和经济支持方式，选择人数均占样本总体的16.9％，下岗职工普遍认为正式支持方式的指导建议对其谋职作用不大，所以没有人认为它是最有效的社会支持方式。在下岗职工认为最有效的非正式社会支持中，认为提供信息最有效的最多，占样本总体的8.4％，认为情感支持最有效的次之，占样本总体的6.2％，他们同样认为非正式社会支持的指导建议方式有效性最差，没有人选择认为这种方式最有效。

表16：下岗职工社会支持有效性主观评价

	
	个案数
	正式支持
	提供工作
	提供信息
	经济支持
	就业培训
	指导建议

	
	
	频次
	比率
	频次
	比率
	频次
	比率
	频次
	比率
	频次
	比率
	频次
	比率

	最有效
	225
	172
	76.4
	38
	16.9
	82
	36.4
	38
	16.9
	14
	6.2
	0
	0

	非常有效
	225
	129
	57.3
	52
	23.1
	34
	15.1
	5
	2.2
	38
	16.9
	0
	0

	比较有效
	182
	53
	29.1
	14
	7.7
	10
	5.5
	5
	2.7
	24
	13.2
	0
	0


注：比率为各频次占总体的百分比

表17：下岗职工社会支持有效性主观评价

	
	个案数
	非正式支持
	提供工作
	提供信息
	经济支持
	情感支持
	指导建议

	
	
	频次
	比率
	频次
	比率
	频次
	比率
	频次
	比率
	频次
	比率
	频次
	比率

	最有效
	225
	53
	23.6
	10
	4.5
	19
	8.4
	10
	4.5
	14
	6.2
	0
	0

	非常有效
	225
	96
	42.7
	19
	8.4
	19
	8.4
	44
	19.7
	0
	0
	14
	6.2

	比较有效
	182
	129
	70.9
	10
	5.5
	33
	18.1
	76
	41.8
	0
	0
	10
	5.5


注：比率为各频次占总体的百分比

在下岗职工认为非常有效的社会支持中，正式社会支持依然是下岗职工的首选，但是这种倾向较之最有效者已有所减弱，选择正式社会支持的占57.3％，而选择非正式社会支持的则上升到了42.7％。而在下岗职工认为比较有效的社会支持中，则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认为非正式社会支持比正式社会支持的个体数更多。虽然由于有效性的不断减弱导致了这种变化并不能说明社会支持有效性变化的实质，但是这至少表明了下岗职工尽管认为正式社会支持的有效性高于非正式社会支持，但是他们之间的差距并不是很大。

由此，可以认为，对找工作而言，下岗职工主观上认为正式社会支持的有效性比非正式社会支持的有效性更高。在正式社会支持中，他们又认为提供信息和提供工作的方式有效性比较高，指导建议的有效性比较低，在非正式社会支持中，提供信息和经济支持的有效性比较高，而情感支持与指导建议的有效性比较低。结合前述对下岗职工社会支持主观满意度的有关结论进行比较，我们发现，尽管下岗职工认为正式社会支持的有效性高于非正式社会支持，但是在实际谋职过程中，他们对所获得的正式社会支持满意度远低于非正式社会支持。一方面，下岗职工主观认为来自非正式的情感支持有效性比较差，来自正式社会支持的经济支持有效性比较好，而另一方面，他们则对来自非正式的情感支持的满意度较高，对来自正式社会支持的经济支持的满意度比较低。从主观有效性与主观满意度的契合来看，真正被认为有效性比较好而主观满意度又较高的只有来自正式社会支持即政府、社区或职介所提供的就业信息支持。我想本研究的相关结论应该可以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更多的启示和参考。

第四章　结论和建议

一、结论

通过第三章对武汉市下岗职工社会支持与谋职行为的实证研究及分析，本文前面的假设基本都得到了证实，即在我国，下岗职工之所以成为下岗一员，其原因与其所拥有的社会支持较少、社会支持质量较差有关，下岗职工拥有的社会支持越少，其此后的“自卫”谋职行为也越少；在个人的谋职行为中，下岗职工的非正式社会支持越多，谋职行为越多；在个人的谋职行为中，非正式社会支持比正式的社会支持使用次数更多；从谋职行为结果来看，下岗职工的非正式社会支持比正式社会支持谋职的成功率更高；下岗职工对非正式社会支持为其谋职提供帮助的满意度比正式社会支持更高。
二、讨论

前文对下岗职工的社会支持与谋职行为进行了分析，揭示了二者之间的联系，并从下岗职工的主观感受角度进行了比较研究，但也发现一些值得讨论的问题。
（一）下岗职工的谋职行为中通过正式途径的方式较少，尤其是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方式，究竟是什么原因呢？笔者认为这种状况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首先，传统计划经济的价值观影响着下岗职工的就业思想。从主观上讲，由于下岗职工的失业源于制度的变革，他们始终认为从公平的角度上讲，政府部门应该对他们的失业负有责任，政府不会丢下他们不管，那么实现再就业应该是政府的事情，而不需要他们自己再做什么。正是这种心理导致了他们在再就业过程中的“等、靠、要”的依赖思想，自身谋职行为不足，主动性较差。其次，下岗职工所拥有的各种直接资源及由关系产生的间接资源总量有限。下岗职工在进行求助时，首先会考虑对方的关系“硬或不硬”即支持质量的好坏，但是下岗职工网络构成大多与其自身具有同质性，而能够为下岗职工提高重要帮助的人士与其关系又可能比较一般，再加上下岗职工本身经济等各方面条件较差，唯恐不能支付实现社会支持的成本，所以他们的资源及对资源的利用也相应减少。再次，针对下岗职工的社会服务不足。目前下岗职工再就业机构主要还是以政府为主导，这些部门大多具有宣传效果不佳、机构分布不合理、服务力量分布不平衡等缺点，再加上部门人员热情不高、专业化程度不够，使得难以为下岗职工提供足够的服务和支持。由此导致了下岗职工对社会服务的不满情绪，相应的正式途径谋职行为就会减少。最后，下岗职工的竞争力较差。由于市场竞争的残酷，再加上下岗职工以女性、年龄较大、技能单一、观念落后竞争意识差者居多，导致下岗职工很容易在劳动力市场中成为弱势就业群体，从而受到各方面的排斥，难以实现成功就业，这样就很容易使下岗职工形成“我不行，找也找不到”的思想。实力、观念等各方面使下岗职工的正式途径谋职行为次数很少。
（二）研究发现下岗职工非正式社会支持总量不多而其非正式联系谋职行为也比较消极，笔者认为这主要原因是下岗职工的“面子意识”比较浓，这从笔者调查访谈时下岗职工的态度也可以看出来。对于下岗职工来讲，“下岗”本身就意味着是件很掉面子的事情，由于面子上过不去，怕别人看不起，他们的各类社会交往就会减少并因此希望减少自己在面对他人时的压力，下岗职工的非正式社会支持就会减少。同时，面子意识导致了下岗职工尽量不向他人求助，即使求助，其对象也至多是能力较强关系密切的网络成员，且很少重复向一人求助，谋职行为比较消极。
三、对策及建议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下岗职工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尽管如此，下岗职工的社会支持仍然很不够，社会支持质量还非常差，谋职行为也比较消极，最终导致下岗职工的再就业效果不是很理想。如何进一步强化下岗职工的社会支持系统，帮助下岗职工有效整合各种资源积极就业，对各方来说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根据本研究的结论，笔者从政府及社会客观建设及下岗职工自身主观努力两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议。
（一）客观方面

（1）政府部门要努力扮演好在下岗职工再就业工作的角色，为下岗职工提供切实有效的制度、经济及信息方面的保障，并推动下岗职工积极谋职。
一方面，政府应从法律、政策上支持下岗职工，重视保护下岗职工的各种权益。在制定社会政策和各项法规制度时，要考虑到平等和公正的原则，尽可能地使下岗职工享受应有的待遇。另一方面，政府部门要在有关下岗职工的管理上创新，强化政府服务意识，为下岗职工提供积极、有效的服务。社会支持方面，首先应加强政府对下岗职工的就业培训力度。研究显示，下岗职工中受过专门再就业培训的只占样本总体的30.7％，大多数下岗职工对于政府的再就业培训工作十分不满，他们对提高自身素质的呼声很高，相关部门应该重视下岗职工的这种合理要求，有效配置各种资源，为下岗职工提供充分的培训机会。其次，应继续增加为下岗职工提高就业信息的数量，拓宽各种渠道，积极提供更多的安置下岗职工的机会。
（2）社区应该在下岗职工的再就业过程中充当起更为重要的作用。

社区是建立下岗职工社会支持网络的基本单位，应该帮助下岗职工以社区为基地，将单向式的社会支持模式转向以网络互动式为主的社会支持模式，变下岗职工以前所拥有的单一支持模式为“条块”结合的多元网络支持模式。一方面，社区是下岗职工社会支持资源的主要集聚地，长期居住在一起增强了社区内居民心理上的认同感，通过互动而相识的社区成员容易产生信任感，而信任又是社会网络得以存在与维持的基础，通过社区支持网络系统的建立，可以增加下岗职工的社会支持数量与质量，从而拓宽下岗职工的就业渠道。另一方面，社区建设过程中成立的各种社区服务机构亟需各种方面的人员，这无形中可以为下岗职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社区方面应以下岗职工为主要救助对象，登记并建立社区内下岗职工的资料档案，帮助下岗职工实现就业。
（3）社会工作者应为下岗职工实现再就业提供更积极有效的服务。

由于社会工作在我国还是比较薄弱的环节，加强这方面的工作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应积极探索社会工作对下岗职工的支持模式，强化社会工作者的服务意识和工作能力。具体体现在，为下岗职工提供有关机构、机构资源和当事人权利的信息，使下岗职工更为便利的使用各种方式的社会支持，利用各种机构的权力优势为下岗职工这一弱势群体的需要服务。
（二）主观方面
（1）下岗职工应该在主观上调试社会支持与谋职行为的关系，获取更多的社会支持，积极进行谋职行为。
目前，下岗职工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对谋职办法所知不多，要让下岗职工了解更多的谋职办法，如在政府部门、社区及职介所等机构登记及备案对再就业有利，通过各种方式要求其他任何人士帮助介绍工作也是获得再就业的重要途径，而不要因为一时的面子问题畏首畏尾，此外，报纸的招工广告、各种渠道的就业信息也会增加下岗职工的再就业机会。另外，要让下岗职工尽快利用其各种政府资源，同时以恰当的方式采用市场化行为进行谋职，与更多的单位进行联系，尽可能多地参加各种面试机会，不断努力建立起各种新的网络资源助其就业。

下岗职工应尽量获取更多的非正式社会支持。目前下岗职工所获得的非正式社会支持总量不是很多，来自血缘、亲缘、私缘的支持稍微多一些，但是其他方面的支持数量十分有限。下岗职工应尽可能多地谋求来自各方面的非正式社会支持，因为他们所获取的任何支持性行为都可能有利于他们谋职行为的增加。为此，下岗职工应通过扩大原有网络成员数量或开辟新的网络来增加其非正式社会支持，主要的方法可以是，一方面在原网络中吸收更多地与原交往类型相似或相识的人士，通过同学关系恢复原本就有的关系资源；另一方面，可以利用参加早锻炼或社区内其他活动的机会认识更多新朋友，从而开辟出新的关系网络。此外，下岗职工应通过恰当的方式如增加交往频率或增加情感及付出的积极成本等来加强社会支持的质量，此点尤为重要，因为对于下岗职工再就业来讲，社会支持的质量比数量作用更大。

（2）下岗职工应积极学习，通过提高自身素质加强自身竞争力，主动为社会支持所提供的有效就业机会做好充分的准备。

下岗失业人员的素质偏低是他们下岗和再就业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企业技术含量提高，对就业者的素质要求也越来越高。下岗失业人员从下岗到重新上岗，从此产业到彼产业，并非简单的流动，而是从思想观念到知识技能的转变和更新，此外，他们还面临着同社会剩余劳动力如农民工的竞争。因此，下岗职工应该转变观念，努力学习，使自己尽快掌握一技之长，提高文化技术素质，增强自己在市场上竞争能力，从而获得更多的再就业机会。
四、缺憾与不足

（一）由于笔者学识不足、能力有限，因此对资料的分析并不透彻、清晰，问卷中涉及到有些问题但是在研究中并没有得到利用，有些问题可以通过统计数据得出一些结论，但没有办法解释其中的原因。
（二）由于资料有限，调查数据收集的内容也只是笔者的个人想法所至，因此对下岗职工下岗时的社会支持机制的分析显得不够，没有达到笔者最初的目的，即更深刻的发掘出内在的东西。
（三）下岗职工属于弱势群体，同时又对体制上的若干问题比较敏感，在调查时，对我们总有一种不信任感，所提供信息无法完全真实。再加上研究的经费有限，无法扩大样本量，所以样本的代表性还是有一定欠缺的。

（四）问卷中，没有涉及到描述下岗职工当前工作状况如工作性质、工作岗位、职务及月薪等变量的问题，而这些变量对于下岗职工社会支持在谋职成功中作用大小、质量如何等问题，有较大的说服力。

以上几点缺憾和不足皆因笔者经验有限、学识不逮所致，只有留作以后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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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量表从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等三个维度进行测量，调查受测者所受社会支持的


一般状况。


� 这里的一次性，并非只使用一次媒体工具来谋职，而是指针对某一具体媒体信息如报纸的招聘广告提供的职位，下岗职工对这样的机会只会也只能使用一次。


�　在调查下岗职工目前工作的获得途径时，我们发现有一部分下岗职工是通过自主创业的形式实现再就业的，为了统计的方便，我们还是在调查过程中将他们中得到主要帮助来自关系网络的归入非正式社会支持谋职成功者，将得到的主要帮助来自正式途径的归入正式社会支持谋职成功者（由其本人进行衡量）。





